
甲骨文、金文研究综述
严志斌

２０１５年甲骨金文研究中出版重要著作有 １７部。甲骨学方面主要是利用甲骨资料对
商代史进行研究。如芦金峰的 《甲骨文与民族传统体育因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利用甲骨文资料对在中国早期出现的体育形态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初步构建起商

代体育史的构架。张兴照 《商代水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合文献资料、甲

骨文史料以及考古材料就水文环境、防洪、水运、农田灌溉、城邑水利等多方面的商

代水利问题进行考察。齐航福所著 《殷墟甲骨文宾语语序研究》（中西书局）一书主要

以甲骨文为研究材料，讨论了 “惠”“唯”字宾语前置句、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句、

否定句中名词宾语前置句、肯定句中名词宾语前置句；“呼”“令”“使”“速”字兼语

句；非祭祀勤词双宾语句；祭祀动词双宾语句；三宾语句；“于”“自”“在”“从”字

介宾结构等问题。

此年度还出版或再版了一些甲骨学通论性著作，如王宇信 《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是为作者同名书的修订版，全面介绍了甲骨学历史与研究现状。另，根据

１９３３年中华书局版本影印出版了陈晋 《龟甲文字概论》 （湖北美术出版社）。邹芙都、樊

森合著的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 （科学出版社）将视角集中于甲骨学草创期

（１８９９～１９２８）和发展初期 （１９２８～１９３９）活跃于中华大地的西方传教士身上，研究其甲
骨购藏、流布、保存、著录等甲骨学活动及代表著作、学术观点、主要贡献与深远影响

等，并勾勒其甲骨学活动轨迹。

再有著录出版了一批甲骨资料，如宋镇豪、焦智勤、孙亚冰所作 《殷墟甲骨拾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录了流散于河南安阳民间的殷墟出土带字甲骨，共 ６９６片。此
书包括甲骨彩色照片、甲骨拓本与摹本以及释文。周忠兵 《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上

海人民出版社）所收美国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是库寿龄、方法敛二氏所藏甲骨的一部

分。此书将甲骨按字体分类编排，在同类字体下再按相同或相近的事类编排，在按字体分

类的框架下，对甲骨上的钻凿形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重新归纳出殷墟甲骨钻凿的发展序

列。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合作出版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甲骨文金文集

粹》（安徽美术出版社），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书法文物甲骨文、金文藏品的精品集萃。

金文与青铜器研究方面，张闻捷的 《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以

考古发现的楚墓资料为基础，结合出土简牍及礼制文献的记载，来探讨楚国青铜礼器的使

用制度问题。从用鼎制度、粢盛器制度、酒器制度、盥洗器制度等方面来梳理楚国青铜礼

制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进而揭示出楚国的礼制改革之路。再通过文化的比较分析方

法，来探讨楚地与中原、关中、齐鲁等地区礼器制度的异同，从器用制度的角度来认识礼

制文献的创作时间、地域等相关问题。王长丰 《殷周金文族徽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对殷周金文族徽进行了全面的统计、整理，概述了当前族徽研究成果，对殷周时期同一墓

葬出土不同族属器物的缘由进行了考证，提出了盟姻族徽理论，认为与墓主不同族属的器

物是由墓主生前的 “同轨”“同盟”“同位”“外姻”等 “赠”助葬造成的。总结出 １０
类族徽铭文存在的形式和判断标准，提出八项整理与研究殷周金文族徽的方法。杨怀源、

孙银琼 《金文音词研究》（人民出版社）全面描写了金文复音词，并对汉语复音化的相

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内容有金文复音词概况 （金文复音词表、金文复音词

统计表、金文复音词分析）、殷周金文复音词的语法特征 （双音节词的语法构成、三音节

词的语法构成、四音节词的语法构成）、金文复音词的语义特征 （成词语素与词的意义关

系、双音节成词语素之间的语义关系）。陈英杰编 《容庚青铜器学》 （学苑出版社）对容

庚青铜器学理论体系及容庚青铜器研究的成就进行总结，包括青铜器的分类与定名、分期

与断代、铭文、花纹、辨伪以及鸟书研究等六个方面的内容。并编制了 《〈金石学〉〈商

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铜器通论〉铜器着录对照表》 《颂斋藏器目》。附录对容庚的 《西

清金文真伪存佚表》进行重编、校订，并从容庚的著作中爬梳资料，从行状与撰述、师

友评价、学术交游 （含学生培养）、品评人物、文物收藏等五部分内容撰写了 《容庚年谱

资料长编》（偏重于金石方面）。

青铜器图录方面，［美］凯莱、陈梦家著，田率译 《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金

城出版社），英文版于１９４６年出版，全书收录了 ４２件流失海外的中国商、周、汉代青铜
器精品，它们现藏于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本书前半部分由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东方部主

任查尔斯法本斯凯莱撰写，主要阐述４２件器物的器形特征、铭文、保存情况等，并配有
各器物多角度照片及细节纹饰。后半部分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撰写的概述和考释，

对中国青铜器分期和器身铭文做了专题分析。配有 １２０余幅图片。陈昭容主编的 《宝鸡

戴家湾与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铜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录戴家湾青铜器

和石鼓山石嘴头村新出青铜器资料，全书依器类排序，图版共编１７６号，所收青铜器超过
１９０件 （其中五个编号的图版内容包括多件器物），每件器物有器物影像、铭文拓片及细

部纹饰，并提供类似或相关器物以为参考。所有器物尽可能注明尺寸、流传及收藏单位。

另外，王丹著 《〈汗简〉、〈古文四声韵〉新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将 《汗简》和

《古文四声韵》所收传抄古文与出土古文字进行形体方面的互证，明确它们的来源、性质

和结构，以及书中传抄古文自身存在的一些情况，如异体、通假、同义换读等，以期恢复

它们的本来面貌。而故宫博物院组织编辑完成的 《唐兰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包含

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专著、论文集等。包括唐兰传

记、论文集以及专著 《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 《殷虚文字记》 《古文字学导论》

《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等。

研究论文方面有一百多篇，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国别史地、社会制度、文字考释、甲

骨缀合等方面。

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发现引发了学界对曾国历史研究的热潮。周书灿 《夏商周缯地曾

国探论》（《中原文物》５期）认为文献和考古学资料更加支持 《夏本纪》所记缯氏早期

居地在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春秋》经传所记今山东兰陵之姒姓之?与 《夏本纪》所记

缯氏东迁有关。卜辞之曾地望待考，但大体可以推断，其不大可能位于今河南方城缯关一

带。西周晚期联合申国召犬戎伐周的缯，可能就在今湖北随州一带。王琢、袁俊杰 《叶

家山曾国墓地日名铜器研究》（《长江大学学报》２期）认为曾国为姬姓诸侯国，其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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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当为南公。曾国的始封君南公即为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载，聃季载当为父癸，周武王姬发

当为父乙。叶家山曾国墓地中曾侯之间，应该是兄弟关系，早期曾国在王位继承上实行的

应是兄终弟及制。并认为曾聃一国，聃、曾、随都是同一诸侯国的异称。赵庆淼 《卜辞

之曾地望考》（《中原文物》４期）讨论殷墟卜辞中所见的商代之曾，认为其地望并不在
商王朝南方的随枣走廊内，而应该位于殷都以东的今山东平阴一带，《左传》宣公十八年

的齐地之 “缯”，与卜辞中的曾当为一地。

罗运环 《新出金文与西周曾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６期］探讨了西周
初年曾国的开国史与西周时代曾侯世系。考证第二位曾侯或当名 “周”，第三位曾侯名字

应为 （戾）。对曾侯仲子游父及曾侯 伯的关系及世系进行了推论。青铜器铭文中的曾

国对应于传世文献中哪一个国家，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过去因为曾侯乙墓的发现，出现传

世文献中的随国之地不见随国而只出土曾国青铜器的现象，多数学者认为曾国就是随国。

近年来随大司马戈等随国青铜器的问世，特别是曾侯 编钟铭文等新材料的出现，主流观

点认为这印证了 “曾随合一”的认识。而张昌平 《曾随之谜再检视》（《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刊》１１期）认为新的考古发现意味着传世文献记载的随地已经出现了随国青铜器，
“曾随合一”已改变了当初假设的前提，持此说法还意味着应该重新去论证青铜器中的曾

国就是青铜器中的随国。他认为在青铜器铭文中，曾国和随国是两个不同的名称，不仅这

两个国家自己区分明确，楚国也对其明确区分，曾国和随国不是一个国家是很确定的。曾

侯 编钟铭文关涉曾国族系，学者多有阐发。李学勤 《正月曾侯 编钟铭文前半详解》

（《中原文化研究》４期）认为伯适 （南宫括）曾先后服侍文武两朝黜除殷命，以安定天

下。后又受成王之命，在土建立都邑，这是曾国的初封。周朝封南宫括于曾国，一是为

了加强对淮夷的控制，二是为了监临以至占有江汉地区。王泽文 《文峰塔 Ｍ１出土曾侯
钟铭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６期）认为曾的始祖 “南公”可能不是周王室嫡系后裔，

曾的始封可早到周武王世；将钟铭中的历日和 《春秋》经传历日对照，分析当时的历法

情况。另外，李零 《文峰塔 Ｍ１出土钟铭补释》 （《江汉考古》１期）也涉及。黄益飞
《曾侯 钟铭文研究》（《南方文物》４期）认为曾国始封君为南宫括，叶家山墓地 Ｍ１即
为南宫括之墓。曾国为姬姓。其综合释钟铭为：“唯王五月，吉日甲午，曾侯 曰：伯适

上哲，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奠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纳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

周室之既 ，吾用燮骄楚。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爝，而天命将

虞，有严曾侯，业业厥声，亲敷武功，楚命是争，复奠楚王。曾侯之灵穆，曾侯藏武，畏

忌恭寅齐明，代武之表，怀燮四方。余申固楚成，孜复曾疆。择我吉金，自作宗彝。騄钟

鸣皇，用孝以享于我皇祖，以祈眉寿，大命之长，其纯德降余，万世是尚。”另外，曹锦

炎 《曾子戈小议》（《江汉考古》１期）刊布了四件铸有 “曾子”之名的青铜戈，研究指

出戈的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铭文中所谓 “曾子”之 “子”当为美称。

对其他国族的研究还有：

黄锦前、张新俊 《说西周金文中的 “霸”与 “格”———兼论两周时期霸国的地望》

（《考古与文物》５期）认为西周铜器铭文中作族氏称谓的 “霸”与 “格”所指为一，皆

为文献所载的春秋时期的潞国之前身，系殷商时期西落鬼戎的支系，其地望西周及春秋早

期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春秋早期以后约在今晋东南的以潞城为中心的黎城、长治

一带。

许可 《试论沈岗楚墓出土登铎与古 国》（《中国文字研究》２期）认为湖北襄阳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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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墓地出土的登铎，是目前最早一例自铭为铎的乐器。其铭文中 国大约在后来楚国的

“ 陵”一带，在春秋中期为楚或黄所灭。甲骨卜辞中的 方、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的

国、汉代沛国的 县，可能是三个不同的地方。

王正、雷建鸽 《柯史簋与柯国、唐国》（《中原文物》５期）通过应国墓地出土柯史
簋铭文的解释，揭示了西周晚期柯国贵族嫁女儿于唐国的历史事实，并对柯国、唐国历史

进行简单考索。

田成方 《 士父鬲、蓼子 盏与己姓蓼国》（《华夏考古》３期）认为 士父鬲是蓼

妃所适之国所作铜器。蓼子 盏是己姓蓼国 （氏）铜器。蓼子 盏年代约在公元前６００年
或稍早，过去将它视为姬姓蓼国或偃姓舒蓼的器物，不确。己姓蓼国是祝融八姓中的昆吾

后嗣，至晚于两周之际立国，在春秋早期具有一定的影响。之后，蓼国所在的南阳盆地被

楚人吞并，在器物风格上受到楚文化熏染。

黄尚明 《从考古新材料看鄂国的历史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１期）认为商代
之鄂方在今河南泌阳。西周早期鄂分封在江汉地区。根据随州安居出土的鄂国王室墓地资

料分析，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的鄂国在今湖北随州。楚熊渠又建立了楚国所辖的鄂国。周

厉王派军队消灭了周所封的鄂国。东周时期楚所建立的鄂国变成了楚国的封君鄂君。南阳

夏响铺墓地表明在西周晚期鄂国王室又迁徙到南阳东北，在此建都，直至春秋早期可能被

楚所灭，因此西汉在南阳郡下设西鄂县，史称西鄂。楚熊渠所伐的鄂国即随州之鄂，所封

之鄂国开始亦可能在随州附近，后来可能迫于周厉王和曾国的压力，迁至今湖北鄂州，春

秋战国时期的楚封鄂君封地也在鄂州，于是西汉在江夏郡设鄂县，史称东鄂。

董珊 《它簋盖铭文新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六辑）对它簋铭通释，认为其

为昭王前期的凡国宗子它为纎祭其胡考所作祭器。

李学勤 《胡应姬鼎试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六辑）公布一新见鼎铭 “唯昭

王伐楚荆，胡应姬见于王，辞皇，赐贝十朋，玄布二乙，对扬王休，用作厥嫡君、公叔乙

尊鼎”。认为胡应姬是嫁于胡国的应国之女。“嫡君”为正夫人，“乙”即 “公叔乙”。

吴国剑铭又见新器攻 王姑約皮难剑。曹锦炎 《新见攻 王姑約皮难剑铭文及其相关

问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六辑）考证器主姑約皮难就是吴王包馀昧。铭文记述

了昭公四年吴国伐麻、御楚、御越三次战役。该文认为 《春秋》所记馀昧在位四年，馀

昧在位十七年所记为误，而 《史记》所载馀昧在位十七年，馀昧在位四年为确。董珊

《新见吴王馀昧剑铭考证》（《故宫博物院院刊》５期）也认为器主为吴王馀昧，但剑铭所
记事件都发生在吴王馀昧之世。认为 《春秋》经传所记载的吴王馀昧在位四年，吴王馀

昧在位十七年，是正确的记载。反驳了 《史记·吴世家》对这两位吴王在位时间的误记。

张闻捷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的年代与墓主》（《华夏考古》２期）通过对固始侯古堆
一号墓出土铜器的考察，判断其年代应在战国初年吴亡之后，墓主人应为楚国番县贵族而

非吴王夫人季子。孙伟龙、曲冰 《绍兴塔山甬钟器主考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５
期）对徐国铜器铭文中器主自述身世的方式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两种习惯模式，即 “徐

王／君 （某某）之子／孙 （某某）”和 “某某，余某某之子／孙／甥”。认为绍兴塔山甬钟器
主之名应为 “之乘辰自”。

历史地理研究方面，还有陈薭、赵庆淼 《“泰山田猎区”与商末东土地理———以田猎

卜辞 “盂”“ ”诸地地望考察为中心》（《历史研究》５期）认为殷墟田猎卜辞所见地
名盂与 ，当分别位于汶水上游的 “龟阴之田”和汶水下游的 “汶阳之田”一带。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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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联的商、丧、榆、宫等田猎点或途经地，亦在东土。商末田猎区似在泰山周围，或可

称为 “泰山田猎区”。李裕杓 《西周时期淮夷名称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３期）认
为西周的东南方有淮夷集团。相关铜器铭文中有 “淮夷” “南淮夷” “南夷” “淮南夷”

等名称实际上都是指称 “淮夷”集团。吴良宝 《新见?陵攻尹戈及相关问题研究》（《吉

林大学学报》１期）认为，楚国兵器?陵攻尹戈戈铭中的 “?襎”就是见于 《战国策》

《史记》等书中的 “吕礼”，其主要活动于秦昭王时期，由此可判断这件兵器铸造于战国

中晚期之际。战国中晚期楚国兵器的监造者可以是当时的县公，也可以是县级的莫敖、司

马、攻尹等职官；这种制度应该是受到魏、韩两国的影响。吴良宝、徐世权 《魏 “淮阳

上官”鼎释地》（《中国文字研究》１期）湖北荆州谢家桥出土淮阳上官鼎铭文中的 “淮

阳”，资料发表者解读为今河南淮阳县的楚国 “陈”城，吴良宝认为其是原宋国都城 “睢

阳”，齐灭宋后该地转属魏国，鼎铭的刻写时间不早于公元前 ２８５年。传世典籍与出土文
献表明，西周昭王时期对江汉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分别为十六年伐楚、十七年

伐虎方和十八年至十九年的南巡狩。“昭王南征”是昭王季世经略南土史事的统称，实际

上涵盖了伐楚和南巡。过去将昭王殒身归咎于楚人的说法，赵庆淼认为缺乏坚实的史料依

据，是一种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认知。昭王巡狩南土途经随枣走廊，抵达今湖北黄陂境内的

长江北岸，并于南下涉江途中殒身，这是由同时期江汉平原的自然环境、交通路线和南巡

行程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昭王南征而不复”之蠡测———基于文本形成与历史地理学的

研究》，《学术月刊》５期）。
商周宗法制度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商周时期研究的重点。邓统湘讨论了花东甲骨中的

“子”（《从花东卜辞看商代武丁时贵族 “子”的祭祀礼仪》，《社会科学论坛》９期）。杨
清慧、王进锋 《商周复合氏名意蕴新解———从古文字中一类特殊人物称名说起》（《四川

文物》６期）讨论了商周时期的古文字中有一类特殊的人物称名。它们往往以一个人名中
包含两个国族名的形式 “Ａ＋方或爵名或职官名 ＋Ｂ”出现。根据相关辞例的证据，它们
可省略为 “ＡＢ”。其中，Ａ是称名者的父族氏，Ｂ是称名者的母族氏。王晖、高芳 《周代

宗法组织结构新探》（《学术月刊》１０期）认为西周春秋时期近亲庙制为 “三庙制”，即

曾祖父、祖父、父考三世。 “五世”是指去世 “三世”父祖曾三代，加上还在世的 “二

世”子孙 （指王子、王孙或公子、公孙）。而所谓 “五世而迁”，对直系子孙来说，仅包

括王子、王孙或公子、公孙，也就是君王的儿子和孙子辈；王孙之子或公孙之子均要从王

族或公侯之族分化出去。即周代宗法制的 “祖迁于上，宗易于下”。钱杭 《世系传递中的

爵职继承：对西周微氏铜器铭文的系谱学分析》（《史林》３期），认为 《墙盘》铭文是典

型的铭文型文章系谱，是以用文章而非文句对世代间各类继承事实进行的叙述的系谱的形

式，建构了一个他律性的爵职继承系列，而非一个自律性的家世世系系列。

商周礼制是与宗法制互为表里的。黄益飞 《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 “?”鼎铭文研究》

（《考古》４期）探讨 “?”鼎，认为铭文所记关乎西周宗法及丧服制度。?鼎铭文所记

即 “皇兄”系 “公”之独子且早夭、无子嗣。小宗庶子 “?”人继为大宗宗子，并为大

宗宗君 “公”操办丧仪之事。袁俊杰、王龙正 《论?鼎与丧服礼》（《考古》６期）定?
鼎为康王时器。铭文是一篇关于?奉皇兄之命参加其父应公丧葬礼仪活动并担任重要职事

的记录。黄锦前 《
*

鼎铭文试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３期）将河南平顶山应国墓
地 “?”鼎定名为

*

鼎，认为其时代可定为康王时。将铭中的 “择衣”读作 “怿瘁”，

训 “尽瘁”，认为与所谓的 “丧服礼”无关。铭中的 “公”可能即应公鼎铭的 “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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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第一代应公。很可能其时
*

之 “皇兄”已死，故
*

踵其兄之旧职。擅长于礼仪研究

的袁俊杰作 《论令鼎与大藉礼》（《中原文物》第６期）对由令鼎铭文讨论了藉田礼举行
时间、仪节及其与燕射礼的联系。该文认为令鼎铭文没有记时语，所记大藉礼是周昭王在

初春开耕时举行的一次藉田礼，王驭、耕、觞均是藉田礼的重要仪节，觞在藉礼与射礼两

个礼仪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举行地点西周时期是在藉田礼的现场，春秋战国时期

则改在太寝，名称也由觞、飨食而变为劳酒。铭中的 “蟝宫”应释为康宫，该铭又为康

宫原则增添一例证。

商周官制研究方面，张晓程讨论了甲骨中的字制 （《卜辞所见商代王室职官名刍议》，

《文史杂志》５期）。田率等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的鄂监簋研究周王在诸侯邦国之内普
遍设置监官之史实 （《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江汉考古》１期）。与官制密切相
关是册命制度，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的引簋，其铭文记载了周王对引进行的册命，掌管

“齐师”事。赵庆淼认为陈庄西周遗址是齐国公族的采邑所在地，“引”的身份属于齐国

国卿，该篇册命金文是关于周代命卿制度的重要史料 （《高青陈庄引簋铭文与周代命卿制

度》， 《管子学刊》３期）。景红艳 《金文所见周代王室赏赐物中的 “黄”及其等级》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２期）认为 “黄”是金文所见周代王室赏赐活动中频见的物品，

是为周代贵族男子束腰的带子而非佩玉之属。金文中的 “黄”颜色丰富，形制复杂，等

级森严，其中葱黄最贵、其次金黄、其次朱黄、其次素黄、其次幽黄。

与官制相关的还有当时的军制。王晖 《西周金文与军制新探———兼说西周到战国车

制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６期］研究认为西周时代军队的最
大编制是 “师”，每师编制２５００人，“西 （宗周）六师”共有 １５万士卒，“殷 （成周）

八师”有２万士卒，合计 ３５万士卒。西周基层是兵民合一制的 “伍” “两” “卒”

“旅”，分别是５人、２５人、１００人和５００人。西周军制和西周车制是吻合的：两辆车合为
２５人的 “两”，一辆车为主车，其车有 １０个步卒，车上有 ３个甲兵，一为御夫，一为车
右，一为指挥者；另一辆车为副车，其上有２个甲兵，为御夫和车右。军车共有 ３０００乘，
其中包括虎臣所属的禁卫军共计甲兵步卒 ３７５万人。春秋中期出现一乘配备 ３０人或 ３３
人的车制，至春秋晚期才出现一乘配备７５人以及１００人的重车车制。

西周时期出现的土地转让问题关乎周朝国体。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材料有卫、五

祀卫鼎、九年卫鼎、师永盂、大簋、格伯篡与散氏盘、吴虎鼎、?生诸器。李学勤介绍了

一件新器 （《一篇记述土地转让的西周金文论》，《故宫博物院院刊》５期）。周代金文资
料中记载的土地交换现象则比较清晰地揭示了周代土地的私有性质。黄震云、吴晓波认为

西周存在着土地交换但还并未形成完备的土地私有制度，在频繁的土地交换中，西周君王

和官员始终起着一定的作用，就是说西周土地交换是在土地国有的框架内进行。随着土地

交换的发展，土地所有权逐渐下移、原因多样化的呈现、交换程序不断简化以及交换过程

中官方参与度不断减弱，不完全土地所有权向周王以下各阶层的完全土地所有权转化，西

周土地制度的私有性逐渐加强，国有性式微，为后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度的确立创造了条

件。（《土地交换之下的西周土地私有性考察———以金文资料为对象》，《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学报》５期）。?生尊是近年新出土的重要器物，徐义华 《?生三器铭文补释》（《南方

文物》３期）通过对?生三器中关键字 “狱”释为 “要”或 “约”， “刺”解释为文书。

认为两者?生三器皆是对土地、财产和相关法律文书进行清理，为分家的具体执行作准

备。申述?生三器无关诉讼，而是西周晚期的分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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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春艳 《从青铜器铭文看西周的大学教育》（《社会科学论坛》６期）讨论了
西周的教育，认为西周学校称序，大学称辟雍，也叫大池，是与射箭有关的场所。西周大

学教育的特点有三个特点：一是学习内容以射、御和礼乐为主，以射为最重者；二是周王

会定期检查教学内容；三是注重德行的培养。盐业考古是近年开展较多的研究方向，李春

艳 《甲金文所见商周王室用盐考》（《盐业史研究》２期）从甲骨、金文及先秦文献的记
载看，商周王室将食盐主要用于祭祀、食用、赏赐、贸易等方面。王室对食盐生产的直接

干预和贡纳制度是确保其食盐获取的有效途径。

年代学的研究是铜器研究中的关键，也是难点。叶正渤 《师兑簋二器铭文历法解疑》

（《中国文字研究》２期）研究认为三年师兑簋铭文把月相词语 “既望”误记成 “初吉”，

遂导致二器铭文所记历日不相衔接。本文还认为，校正后师兑簋二器铭文所记历日符合厉

王元年 （前８７８）五月和厉王三年 （前 ８７６）二月的历朔。刘桓 《西周金文历谱述略》

（《北方论丛》４、５期）确定周武王克商的年代是前 １１１１年。又通过查历谱结合金文断
代来考定年代的方法，确定西周各王王年，从而构建出一个新的西周金文历谱。黄怀信

《再说西周王年》（《齐鲁学刊》６期）认为武王克殷确当在公元前 １０４４年 １月 ９日。西
周十三王在位之年数分别当为：１４年、３２年、１２年、２２年、３９年、２０年、１５年、１５
年、９年、３７年、１４年 （共和）、４６年和１１年。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召公是文王之子，与周公为兄弟。景红艳认为召公不是文王之

子，其真实身份应当是周初开国之异族功臣。召公家族属于殷商文化圈而非姬周文化圈

（《以出土文献为据再论召公不是文王之子》，《考古与文物》５期）。新见的宫伯鼎，铭为
“惟公省，徂南国，至于汉。厥至于胡，公锡伯口宝玉五品、马四匹，用铸宫伯宝尊彝”。

李学勤认为此鼎为西周早期器，铭中的 “公”可能是召公 （《试说新出现的胡国方鼎》，

《江汉考古》６期）。令方彝器时代属 “成王”还是 “昭王”，学界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刘

义峰将首句断为 “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从而认定其为成王时器

（《令方彝断代论》，《南方文物》４期）。陈小三 《试论 “?叔壶”和作册吴》（《中国

国家博物馆馆刊》３期）在认为 “?叔壶”的器身可能是在器盖铭文的基础上，结合近

年重要考古发现而制造出来的。综合分析作册吴的形制和铭文，其年代应相当于西周晚

期，与其他铜器系联，可将其年代定在厉王时期。石继承 《六年冢子韩政戈补考》（《中

国文字研究》２期）认为六年冢子韩政戈是韩王安世所造之物。
铜器断代以往多集中于器形、纹饰、铭文内容方面，近年来学者也认识到铭文字体

也有年代学特征。王帅 《西周金文字形书体与铜器断代研究》（《学术探索》１期）从
理论角度探讨西周金文字形书体研究及其断代应用的可行性。邓凯 《金文字形构件断

代法初探》（《殷都学刊》１期）以火字构件尝试分期断代的研究，认为 常见于西

周早期； 常见于西周中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写法一定比西周时期更趋简易；

常见于西周晚期； 常见于春秋时期。在此基础上认为西周早期的保员簋定到西

周中期更妥。

文字考释方面，郖健聪释 为筑、释 为?、读 为仰、读 为藕、通 为铸 （《铜器

铭文识小录》， 《中国文字研究》１期）。陈梦兮释遣伯 的 “ ”相当于金文习见的

“
+

祈”（《谈遣伯 铭文中的 “
+

祈”》，《考古与文物》６期）。蒋玉斌认为殷墟花东卜

辞的 与 、 、 为异体字，乃 “颠陨”之 “颠”的表意初文，或读为 “?” “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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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殷墟花东卜辞的 “颠”》，《考古与文物》３期）。谢明文认为 是 “抱”的表意初文。

“包”很可能是由 “ ”演变而来 （《释甲骨文中的 “抱”———兼论 “包”字》，《中国书

法》２２期）。陈健认为骨文中部分今释 “竞”之字，应释为 “
,

”，金文中有类似字形

者，也要随之改释。卜辞中， “
,

”可用作人名或 “联合祭祀”的意思，其 “联合”的

语义又偏重于祭祀等级和规格的差别对待，形成义素的对立统一，演化成后代的 “辩”

“辨”等字 （《甲骨文 “
,

”字及相关问题考索》，《中国文字研究》２期）。张立东分析
最早的 “商”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部是刃部朝上的钺，下部是祭几，整字所描绘的

是刃部朝上的钺放置于祭几之上的礼仪场合。商人的这种礼仪很可能用于祭祀以钺为化身

的战神 （《钺在祭几之上：“商”字新释》，《民族艺术》６期）。张新俊考察了甲骨文中
即、既二字的异形写法，认为 “即”字中人的身体部分都是向着 “

-

”的，而 “既”则

都是背着 “
-

”的，这也是区分这两个字最主要的标准。张新俊 《甲骨文 “即”、 “既”

补释》（《故宫博物院院刊》１期）。蒋玉斌释 为钩膺之 “钩”的初文 （《释甲骨文中有

关车马的几个字词》，《中国书法》２０期）。徐子黎释霸伯簋铭中的 “ ”是用来表示盛

干粮的 “斗”的专字 （《释霸伯簋铭中的 “ ”》，《中国文字研究》２期）。何景成将西周
金文以往释为 “覆”之字释为 “ ”，读为 “送”。 《周礼》中的承当 “送逆”之职的多

是行人、环人等使者，与西周金文用 “逆送”表示使者的用法相当 （《释金文词语 “逆

送”》，《中国文字研究》２期）。罗卫东认为 “萃”及 “某萃”是由步兵组成的军事组织

（《金文 “萃”及 “某萃”补论》，《励耘语言学刊》２期）。雷缙碚、喻遂生认为甲金文
“阜”字及字符 “阜”的两个来源一为山崖，另一为阶级类建筑物 （《甲金文 “阜”字及

字符 “阜”的两个来源》，《中国语文》３期）。吴红松释毛公鼎的 “ ”为 “约辖”，是

与軎配套使用的用以约束轴的装置；释大保铭文中 “ 土”为 “杂土”，指优劣并存的土

地；番生盖铭 “金 ”读为 “金首”。“金首”就是铜质的旗杆顶部。后二者释读不可信

（《西周金文考释三则》，《江汉考古》４期）。韩江苏将 字释读为阂。阂的本义乃门外

闭，指门蠡，引申为阻碍、阻隔 （《甲骨文 “阂”字考———兼论 “
.

” （蠡）非 “铺

首”》，《殷都学刊》４期）。董莲池、徐善飞将中 王鼎中的 释为 ，读为馈 （《中 王

鼎铭文研究》，《中国文字研究》１期）。连劭名认为商周时代的军事行动中有 “追”，指

抵抗侵略，驱逐敌寇 （《商周时代军事行动中的 “追”》，《殷都学刊》１期）。韦心滢讨论
了殷墟卜辞中的 “某 ”，其句式结构为 “氏名 ＋ ”，内涵意义可为军事组织或聚落单位，
有时可单指个人，即作为某长官。“才 （在） ”为出组卜辞中独特的用法，仅作为指称

地名之用。“某 ”通常散布在离王都较远的近畿和边域内 （《殷墟卜辞中的 “”与 “才

（在） ”》，《故宫博物院院刊》２期）。单育辰讨论了甲骨文中的熊与兔 （《甲骨文中的

动物之三——— “熊”、“兔”》，《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六辑）。朱凤瀚对 尊铭进行考

释并联系万 方彝、 鬲、 簋铭文，认为属于万族的器主 以乐舞娱王而得赏赐。对首

次在铭文中出现 “百工”的陶觥铭中的玉器名物进行考辨 （《新见商金文考释 （二

篇）》）。刘钊将以往释为 “永”之字改释为 “役”，读为 “疫” （《释甲骨文中的 “役”

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六辑）。田率公布了新入藏的西周早期士尊、桓父己尊、

?尘飌；西周晚期的叔带父簋、春秋早期的杞伯双联鬲、春秋晚期的王子臣俎 （《国家博

物馆新入藏的两周青铜器管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５期）。张振谦对郾王喜矛、郾
王喜戈、鹰节、七年剑等四件战国时期燕赵青铜器进一步考证，对其中的 “权、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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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字进行了重新考释，并对其铭文作了重新释读 （《燕赵铭文考释四则》，《文物春

秋》６期）。甲骨刻辞中有一个表示宗庙类建筑名称的字，字形作 “ 、 ”，旧多释为

“裸”。何景成以为该字和 “裸”字在同一条卜辞和同类组卜辞中均有出现，其用法不同，

意义有别，在字形上亦各有其发展脉络。因此，应该将之与 “裸”区别开来。而 、 隶

作 ，则是 “衳”的异体。该 与春秋、战国时期一个以 “少”或 “毛”为声符的字

“ 、 、 、 、 ”有关，在字形上存在演变关系，当系一字。由此可知这个 、 、

读音应与 “少、毛”相同或相近，结合其在甲骨刻辞中的用法，可将之读为 “宗庙”之

“庙”（《试释甲骨文中读为 “庙”的 “勺”字》，《文史》１辑）。此说不合理之处甚多。
陈健将卜辞中 “鬼日”读为 “归日”，训为 “返日、藏日”，是不利于出行或征伐的天

气。 公 中的 “无 心”即 “无违心”，也就是文献中的 “没有贰心”（《卜辞 “鬼日”

及相关问题考辨》，《文史》１辑）。黄国辉将花东卜辞中的 “ ”字当隶作 “ ”，而不

是 “帚”，从王表示其王妇的身份。花东卜辞所见妇称者都应当是指妇好，“子”很可能

是妇好的亲子 （《试论花东卜辞中的 “妇”及其相关问题》，《华夏考古》４期）。李春桃
认为夔肤一器应定名为闬肤瑚，铭文中被误释为 “夔”的字，实为 “闬”字，读为

“镴”，指被楚所灭的镴国 （《闬肤瑚铭文新释》，《古代文明》４期）。王子杨将 《合补》

１０６４０中 “丙衣”读为 “两衣”，“丿衣”为一件衣物。这是一条罕见的以衣物作为祭祀

用品的史料。《合集》３６７７５中 “作 十六”重新释作 “作 十终”，即奏 乐十节。《村

中南》３１９号拟定辞中的集合庙主所指为：享祭二十的五主为上甲、大乙、大丁、大甲、
祖乙；享祭七的四主为大庚、大戊、中丁、祖丁 （或祖辛）；享祭六的二主为祖辛 （或祖

丁）、父乙 （或许还有父庚、父辛）；享祭五的二主为主壬、主癸；享祭三的三主为
1

乙、

1

丙、
1

丁；享祭二的四主为小甲、 甲、羌甲、阳甲 （《甲骨文中值得重视的几条史

料》，《文献》３期）。韩江苏将 释为朵，认为朵宗即主庙的配殿，庭朵是门堂前外塾

（《甲骨文 “朵”字考》，《中原文物》２期）。
甲骨学研究方面，还有赵敏俐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尚书·盘庚》和 《诗经·商

颂》为代表的殷商文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由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学作品，而且是第一

批可以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证明的可靠的文学作品。这一时代的散文，在以实用

为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具有了记言与记事散文的初步形态，奠定了周代以后中国散文的

创作传统与抒写模式。殷商文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从此脱离了远古的传说时代而

走向了文字书写的新时代 （《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１０期）。方
者以为对甲骨刻辞的文学性的认定应该更慎重一些。陈明远 《甲骨文的原初读音》从甲

金文观察原初语言文字的发展印迹，参照共源异流的玛雅文，破译甲骨文的原初读音。认

为商周时代甲骨文金文的各地读音尚未能统一。原初甲骨文的 “形、音、义”尚在早期

萌芽、形成的状态之中 （《社会科学论坛》８期）。刘艳娟从造字方法角度分析了对贞卜
辞中的省形字例，包括象形字省形例、会意字省形例、形声字省形例和会意兼形声字省形

例进行分析 （《对贞卜辞中的 “省形”现象研究》，《唐山师范学院学报》６期）。赵鹏对
何组牛肩胛骨上兆序排列进行了考察 （《南方文物》４期）。柏雪、杨怀源从 《殷墟花园

庄东地甲骨》相关校勘、补遗、缀合、文字释读、Ｈ３刻辞的语言学研究、占卜主体
“子”的身份地位、“丁”的身份及 Ｈ３卜辞的时代、祭祀等角度对学界近十年对殷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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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庄东地甲骨文的研究情况作一整理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６期）。刘源讨论了一则卜
辞 “刮削重刻例”及一组历宾同文卜辞 （《南方文物》３期）。林禨检讨了无名组卜辞分
成 “左支卜系”与 “右支卜系”是不正确的，应该按 “吉”字分为 “戈头吉系”与 “钺

头吉系”两类 （《无名组卜辞分类名称纠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六辑）。

甲骨主语言学研究方面，黄天树认为甲骨文频率副词主要有五个：复、
2

、寻、或、

亦。认为频率副词如果出现在命辞和占辞中，表示未然；如果出现在验辞中，则表示已

然。甲骨文频率副词多数是单音虚词，也有少量副词连用的情况。例如 “亦寻” “亦不”

等 （《甲骨文中的频率副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１期）。齐航福讨论了五例殷墟甲骨
文疑难辞例 （《考古与文物》５期）。张玉金讨论了甲骨文中位事介词 “于”，认为位事介

词 “于”源于动词 “于”。这种介词 “于”前后的动词，具有位移、存在、放置的语义

特征，绝大多数都是 “到”的意思 （《古汉语研究》１期）。
作为甲骨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甲骨缀合每年都有收获。孙亚冰缀合了合 ３６７９８＋合

３６６１２、合３６９４１＋合３６９６０、村中南 ２４５＋合 ３３０９８、 《拾掇》三 ２４１＋ 《拾掇》三 ２４４、
合１８８２１＋合补 ２７３６（《甲骨缀合五则》， 《南方文物》３期）；吴丽婉缀合了 《上博》

２４２６１３９９＋合 １８６１２、合 １８６＋合 补 ６＋ 《上 博》２０８８９４６、合 １０７１６＋ 《上》

２１６９１３０２＋合补１６５１、合７４６４＋合补１６５８＋合６１３４、《英藏》６８５＋合补 １８８０（《殷墟
战争类卜辞新缀五则》，《兰台世界》３０期）；李延彦缀合了 《上博》２４２６８８０＋ 《上博》
２４２６３９８、合补３５１正 ＋合补 ４０４６、《辑佚》８１＋ 《辑佚》２６８、《东文库》１９正 ＋ 《东
文库》６５（合３８９６）、《运台》拓１１１００＋ 《运台》摹１２６２２、《合集》２２７２４＋ 《运台》
拓１１０７２（《殷墟龟腹甲右前甲新缀六例》，《中国文字研究》１期）；莫伯峰、刘影缀合
了 《合集》５４００＋ 《合集》１６１１２、 《合集》６１６６＋ 《合集》７４０５正、 《合集》１９６９３＋
《合集》６１７６＋ 《合集》７２１９、 《合补》２０５１＋ 《合集》１４２６２、 《合补》７５９反 ＋ 《合
集》１７２７６反 （《宾组甲骨新缀五则及考释》，《华夏考古》４期）。以上共缀合２１例。

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中还有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铭文的铸造方法的研究与复原。李峰的

《西周青铜器铭文制作方法释疑》（《考古》９期）认为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铸造方法主要
为 “嵌入法”，铸造带方格的长篇铭文的其方法是要使用一组假范，在假内范上刻方格后

翻制假外范。在假外范上刻字后翻制真内范，内范上就会有阴线的方格和阳线的铭文，而

浇铸后得到的青铜器上也就形成了阳线的方格和阴线的铭文。不带方格的长篇铭文也用这

种方法制成。阴文铭中有阳文字体是补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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